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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推进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形成的意义、原则与步骤，有助于保护研究参与者的权益，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以及与国际科研规范的接轨。首先，梳理了国外科研伦理的发展历程：从局限在医学实验，扩展到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再到互联网与大数据领域。其次，分析了以《贝尔蒙报告》与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外科研伦理规范的一些局限。然后，评述了我国科研伦理规范的研究与我国高校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发展现状。最后，本文分析了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缺失原因与构建意义；提出推进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构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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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ethical guidelines for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in China and proposes the associated principles and steps.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al guidelines for academic research abroad: from focusing on medic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to incorporating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o extending to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research. The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Belmont principles and the IRB in the U.S. Afterward, the paper surveys the status quo of ethical guidelines for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Final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ethical guidelines for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in China and propo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approahes to establish such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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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涉及人参与的科学研究可能存在各种伦理问题。比如，保证参与者的知情同意权，权衡他们参与研究所面临的风险与获得的益处，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等。这些问题不仅常见于医学研究领域，也体现在许多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中，例如心理学实验、田野调查、深访、问卷调研等。科研伦理（research ethics）在许多国家与地区都受到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重视，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一般都设有伦理审查委员会，指导、监督并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并与科研诚信（research integrity）作了区别。目前，我国政府与高校对科研诚信比较看重，设置了诸多规章制度，也曝光并处理了不少科研失信的个人[1]，但对科研伦理，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涉人研究的伦理问题重视不够。科研伦理与科研诚信不尽相同[2]。科研伦理聚焦对参与科学试验或行为研究的人（甚至包括受试动物）的保护、尊重与益处，其内涵及涉及方面主要体现在《贝尔蒙报告》所确立的三大科研伦理原则上，即尊重、善行、公正[3]。科研诚信则主要关注研究者的学术品行，包括研究者是否存在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伪造研究数据，一文多发或评审不公的问题等[4]。然而，国内一些学者似乎对二者有所混淆[5–9]。
尽管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整体上有所缺失，但也有一些有利的发展条件。首先，我国医学研究伦理规范发展相对成熟，许多医科大学、医院相继建立了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10]。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医学研究伦理问题也很重视，近年颁布了不少指导意见与审查流程[11]。这些医学伦理规范的构建与发展，可为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建立提供借鉴。其次，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尝试整合医学与社会科学伦理审查机制，建立统一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从2011年开始已经设立常态化涉人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不仅针对医学研究，也针对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等[12]。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近两年也相继成立了医学、社会科学一体化的伦理审查委员会[13–15]。尽管我国大多数高校还未设立社会科学涉人研究的伦理审查机制，但以上这些高校的探索与经验可为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借鉴。此外，一些研究学会也有独立的伦理指导守则，例如，中国心理学会发布的《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16]，亦可为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提供参考。最后，伦理学在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文化底蕴，流布植根于大众心中。这使得我国有条件形成有本土化特色的伦理规范而不仅仅是照搬西方做法[17,18]。
2 国外科研伦理规范发展历程

国外科研伦理规范的发展，肇始于《纽伦堡法典》。二战期间纳粹科学家将大批盟军战俘用于人体试验，引起了战后各国科学界的震惊和愤怒。科学家们开始反思医学研究与伦理道德间的关系，尤其当涉及人体受试时，医学研究该如何界定，以及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应承担怎样的责任[19]。1947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典》可视作对这些反思的总结。《纽伦堡法典》提出了十项伦理原则，其核心是保证医学研究参与者拥有完全自愿与知情同意的权利[19]。尽管《纽伦堡法典》从未被任何国家或医疗机构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实施，但它被看作西方科学研究伦理的基石。20世纪60年代后，医学研究中新的伦理问题与挑战相继出现。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于1964年发布了《赫尔辛基宣言》。它包含的伦理规范相对比较详细，且明确强调对受试者的人身与隐私方面的保护应该优先于研究可能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利益。同时，《赫尔辛基宣言》被不断更新并一直被认为是医学研究伦理规范的重要参照，并被广泛运用在各类医学研究中[20]。不过《赫尔辛基宣言》仍有两个局限。第一，它专注于规范医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对社会科学涉人中的伦理问题无法提供合适的建议与指导；第二，它的一些伦理规范仍显得简略，无法清晰反映日益复杂化科研伦理问题，也无法为研究者提供可操作的行为指导与步骤规范[21]。这些局限催生了《贝尔蒙报告》的发表与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的建立，从而将科研伦理从医学领域扩展到社会与行为科学领域，并发展出更具体的科研伦理原则与实施指南。
《贝尔蒙报告》于1979年由美国保护生物医学及行为研究中人体受试者委员会发表[3]，是医学与社会科学涉人领域伦理规范的里程碑。尤其是它提出的三条伦理原则，即尊重（respect for persons）, 善行（beneficence），与公正（justice），以及对这些伦理原则的实践指南，被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与科研院校奉为圭臬[22,23]。随着《贝尔蒙报告》的发表，美国政府要求所有接受政府资助的大学与科研机构创立IRB，以确保其中的研究者能遵循并实践《贝尔蒙报告》的三大伦理原则。研究者在开展涉及人参与的科研项目前，必须向IRB提出申请。研究者需要在申请中详细说明研究目的、数据收集的必要性与方式、样本量的大小与结构、保护研究参与者知情同意权、隐私、利益的措施，以及如何避免或减小对参与者可能造成的伤害等。只有IRB评审通过后，研究者才能正式开展数据收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基于互联网开展的科研活动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在这一情境下，互联网研究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AoIR）于2002年发布了第一版互联网研究伦理规范，旨在为那些通过互联网与研究参与者交互的科研人员提供伦理指导[24]。它指明了互联网研究的受众、目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并提供了一个问答与决策的参考流程，以帮助互联网研究者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可能存在伦理问题与风险[24]。AoIR于2012年发布了第二版互联网研究伦理规范，关注公共空间与隐私空间在网上如何区别以及如何处理研究参与者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个人信息[25]。随着大数据研究的不断发展，科研伦理又面临新的挑战。比如，当研究者处理成千上万人提供的海量数据时，如何保证每个人都“知情同意”是很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AoIR于2020年发布了第三版互联网研究伦理规范，它区分了大数据情境下科学研究的各个阶段，突出了每一阶段应该考虑的伦理问题[26]。尽管国外科研伦理规范与时俱进，但目前医学与社会科学涉人研究领域的伦理基础仍是《贝尔蒙报告》确立的三大原则。  

3 国外科研伦理规范的局限——以《贝尔蒙报告》与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为例
    目前国外科研伦理规范基本以《贝尔蒙报告》的三大原则及其实践形式（如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权衡受试者参与研究所承担的风险与收益、研究风险分配的公平性等）作为标准。我国医学伦理审查制度也基本以此为参照。因此，笔者这里主要分析《贝尔蒙报告》的原则及美国伦理委员会的一些不足与局限，为我国涉人研究（包括医学与社会科学）伦理规范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首先，《贝尔蒙报告》三大原则与它们的实践形式可能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将尊重原则仅仅转化为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是不够的，因为一些受试者可能并不具备足够的知识甚至意愿去对他们参与研究的行为负责[27]。尊重受试者应该体现在研究者的自主性（体现康德道义论中动机的善）而不是受试者知情同意后的自由选择[27,28]，因此，尊重原则不应该把选择的压力施加在受试者身上而应放在研究者身上[29]。同时，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下的自由选择与计算研究风险收益的善行原则可能相冲突。因为他们可能将研究报酬作为研究收益的一部分（《贝尔蒙报告》认为研究报酬不能作为善行原则的体现）进而影响到他们参与研究的选择。这一可能的冲突在基于众包模式的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因为很多参与者都是为了金钱激励参与这些研究[30]。最后，由于《贝尔蒙报告》三大原则既体现了康德的道义论又体现了功利主义的思想，而两大伦理学理论立场却正好相反，这也给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伦理倾向与选择带来了困难[31]。
其次，《贝尔蒙报告》三大原则在基于互联网研究中的应用可能遇到若干挑战。例如，一些通过互联网参与研究的受试者可能并不清楚自己的上网行为或发布内容被收集，也无法选择哪部分数据应该受到保护[32]。同样，研究者也很难确保基于互联网研究中的风险最小化原则，因为一些互联网上对受试者去匿名化的行为可能超出研究者所能控制与保护的范围[25]。此外，互联网研究的样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如何确保研究风险与收益在来自贫富差距悬殊国家的受试者中公平分配也是一个挑战[32,33]。此外，由于参与互联网研究的受试者都具备一定互联网知识与接入能力，这可能导致研究忽视那些没有互联网知识与能力的弱势群体。最后，基于互联网的众包模式与公众科学也存在一些特殊的伦理问题，例如，数据质量控制、版权归属等[34,35]，并不能简单套用《贝尔蒙报告》的原则。
最后，尽管美国伦理委员会经过多年发展有一些制度上的创新，例如，将研究者的伦理责任延展到研究开展之前而非试错补救[36]，它仍存在若干制度性问题。美国伦理委员会是一个大学或研究机构内部的本地化委员会（localized committee），因此，成员往往会避免为难同机构内的研究者，以免对方未来万一进入伦理委员会反过来为难自己，这违背了伦理委员会设立的初衷[37]。同时，美国伦理委员会默认研究者的地位与知识总是高于受试者，且基于一种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t）的立场认为研究者必须客观并与受试者保持一定距离[38]。然而，这一假设与立场在一些参与式研究中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在这种研究情境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区分可能是模糊的，不存在权力甚至知识上的高低关系[38]。此外，在基于众包模式的公众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既可能与研究对象是同一群体[35]，也可能受到研究对象的一些人身攻击与威胁[34,35]。就笔者所知，美国伦理委员会尚没有专门的措施或条例应对这些新兴的科研伦理问题。
4 国内科研伦理规范发展现状
我国医学研究伦理规范已取得不少成果[39–41]，且相关研究与建设有较强的内外驱动力。从内部看，近年曝光了一些有争议的医学研究。比如，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教授及其团队开展的“基因编辑婴儿”研究，试图通过基因改造技术让婴儿获得艾滋病的免疫能力[42]，引起轩然大波。这促使政府发布严格的伦理规范防止类似研究的出现[41]。从外部看，我国医学伦理规范发展的驱动力更为强烈。首先，医学研究通常需要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医学研究伦理规范是大多数国家科研伦理开展的基础。国内医学研究要同国外接轨，就必须遵循一些普适的伦理原则。其次，国内一些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行为以及科研成果，国外不予承认，因此，国内许多医学伦理委员会需要在国外申请认证，甚至向国外相关管理部门备案以提升自己工作的可信度与综合能力；但同时，国外的认证也尚未正式得到我国卫生健康部门的认可[43]。最后，国内近年的医学研究争议，如贺建奎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反响与关注[44]，促使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医院与科研机构采取积极举措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些外部压力都鞭策国内医学伦理规范建设不断发展与完善。

我国社会科学涉人领域伦理规范相对滞后[11]。大多数内地高校缺乏社会科学涉人研究的伦理审查机制。2019年苏州大学熊思东校长《关于强化我国涉人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与监督的建议》指出，仅有17.6%的高校与5.4%的科研院所设有伦理审查委员会[45]。2022年8月，笔者对国内20所顶尖211、985高校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现状做了调研，发现只有少数高校设立针对社会科学涉人研究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这些高校可分为两类。第一，在学校层面已设立统筹医学与社会科学涉人研究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这些学校包括华东师范大学[12]、中国人民大学[13]、同济大学[14]、武汉大学[15]。从公开信息看，这些高校中华东师范大学统筹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审查机制的时间最早（2011年4月），武汉大学最晚（2022年5月）。第二，伦理审查委员会涉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领域（尤其是心理学）或高校的部分院系（因此并非学校层面而是院系层面）。这类高校笔者目前在这20所高校中只发现两所，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46]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47]。其余大多数高校只有针对医学研究而非社会科学涉人研究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一些医学部不大的高校，例如，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则只有科研诚信监管委员会而无科研伦理审查委员会。
尽管一些研究学会发布了其领域内的伦理守则[16]，但既不能强制执行，也无法对非学会会员起到良好的约束作用。因此，如何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研究中保护与尊重研究参与者；如何合理有限地收集数据；如何对受到伤害的被试者予以补偿，这些问题似乎只能依靠研究者过往的处理经验与自身的科研伦理意识[6]。然而，即便一些科研人员伦理意识较强，他们的伦理知识仍然可能比较薄弱，因为缺少相应科研伦理规范的培训[7]。另外，关于数据伦理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数据伦理问题主要出现在科研数据的收集、分析、使用、共享与传播的过程中[48]。相关研究包括开放科研数据环境下影响数据伦理问题的因素与政策[49,50]、网络研究中数据伦理问题的研究进展[48]、数据伦理的概念、基本原则与指导框架等[51]。然而，笔者认为，数据伦理不能等同或涵盖科研伦理的范畴。不论英国政府发布的《数据伦理框架》（Data Ethics Framework）还是美国联邦总务署颁布的《数据伦理框架（草案）》（The draft Data Ethics Framework），他们的侧重点都在数据本身的透明性、公平性、限制与责任、隐私保护、公共利益等方面[51]。科研伦理问题则更多涉及到规范与限定科研人员对受试者的态度与行为，是对受试者作为“人”而非“数据”的一种尊重与保护。即使在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面临被数据化的风险，科研伦理强调的仍然更多是一种人本主义而非数据主义[52]。
5 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缺失原因与构建意义

5.1缺失原因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缺失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国内学术界缺乏对科研诚信与科研伦理概念上的区分。科研诚信更多关乎数据的真实性与规范性问题；科研伦理更多体现在研究者如何尊重并公平地对待研究参与者。例如，一位研究者可以保证数据收集的真实性、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与数据报告的客观性，但可能忽视数据收集的过程是否获得参与者的知情同意，研究报告的公开可能侵犯参与者的隐私等问题。因此，这位研究者可以说遵守了科研诚信准则却违背了科研伦理的要求。如果研究者将科研上的洁身自好视为对科研伦理的遵守，就可能忽视科研伦理强调的对研究参与者的尊重与保护问题。
其次，不像学术不端或基因编辑等热点事件，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中的科研伦理问题不易曝光。比如，在收集研究数据过程中对参与者的不尊重，或对他们隐私保护的不到位，通常没有被参与者意识到，遑论被投诉到学术杂志或曝光给新闻媒体。这样，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建设就缺乏内部动力。另外，科研伦理问题有别于科研诚信的缺失，一旦发现便会在国际期刊上产生撤稿的后果。国外学术界也不太了解或者不太关注国内社会科学涉人研究是否有伦理审查，不会因此引发投诉或撤稿之类的问题。不像国内医学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风险，国内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在国外尚未引发严重的关切，因而也缺乏外部压力的鞭策。

再次，国内社会科学涉人研究参与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够。他们不同于医学研究参与者，面临与健康甚至生命攸关的选择。因此，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参与研究的报酬或研究本身的意义与趣味，而较少考虑隐私风险或貌似“事不关己”的抽样公平性问题。这使得国内社会科学涉人科学研究者既免于明文规定的强制，也缺乏来自研究参与者的压力或诉求去思考或改进科研伦理问题。进而，国内的各高校与科研机构，以及各级政府就更没有动力或理由去制定社会科学涉人研究的伦理规范了。

最后，我国现有伦理委员会存在一些宏观性问题，也会影响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形成。第一，我国以医学为主导的伦理委员会没有专设的监管主体，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原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我国医学伦理委员会均有监管，但二者的职能又有重叠，权责不明[43]。第二，我国伦理委员会名称不统一[53]，有学者直接将伦理委员会称呼为医学伦理委员会而未考虑社会科学涉人研究同样有伦理审查的问题[43]。第三，除生物医学相关领域外，我国很多科研人员的伦理知识水平有限，缺乏专业的伦理知识培训甚至从未听说科研伦理培训[7]。第四，一些科研人员认为科研伦理规范与伦理委员会限制研究自由，影响科学发展，因此对其存在一些抵触与反感[7]。这些问题说明我国科研伦理的整体环境仍需改善，才有利于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建立。
5.2构建意义
首先，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构建有助于区分科研诚信与科研伦理的边界。目前国内学术界往往将二者混淆。例如，我国计算机学会发布的会员守则强调遵守科研诚信的行为规范[54]，而心理学会发布的守则却侧重遵守科研伦理的问题[4]。相较而言，美国计算机学会与心理学会发布的科研守则，都将与科研诚信相关的“行为规范”（professional conduct）与涉及科研伦理的“伦理守则”（code of ethics）做了区分[55,56]。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建立，可以明确科研诚信与科研伦理的畛域，使研究人员在守正基本道德、使用真实数据、确保原创成果的同时，关注对研究参与者的尊重、对收集数据隐私的保护，保障研究过程的公正，以及考量研究对参与者及全社会带来的益处与风险。

其次，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构建有助于国内学术界接轨国际科研共识与规则。在前些年学术研究唯论文数量是瞻的风气下，许多科研人员更关心如何尽快获取数据、完成数据分析、得到结果然后发表，而非在这些过程中思考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比如在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数据、发表的研究成果可能泄露参与者的隐私等。虽然这种做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可能尚未引起国外学术界的关注，但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与审查制度几乎已是国外学术界的共识。我国建立相关规范能提升国内社会科学涉人研究的可信度。
最后，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构建有助于提升研究者伦理意识，管控科研行为。张莉莉等2013年的调研发现，仅有23.5%的被调查科研人员会在科研项目设计中全面考虑伦理问题；仅有10.7%的被调查科研人员接受过专业伦理培训且都集中在生物医学领域[7]。薛品与张文霞2018年的调查再次发现，经常进行涉及人参与研究的科技工作者中，近20%的受访者表示对科研伦理原则（如知情同意）不太了解，有高达64.8%的受访者表示不太了解或没听说过我国医学伦理规范[57]。此外，近年针对弱势群体诉求、网络舆情分析的社会科学涉人研究飞速发展。这些研究可能有很好的出发点与愿景，但在没有伦理规范指导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隐患。例如，研究参与者可能因为在不知情状况下提供的个人信息被“标签化”或作为统计分析中的“异常值”；统计抽样可能从容易获取数据的人群入手而忽视那些更需要“发声”却不容易调研的群体（例如，没有智能手机或不能利用互联网的弱势群体）；研究成果也可能出现分配公平性的失衡，比如成果惠及没有参与研究的群体而非参与者。伦理规范的制定将有利于管控这类科研行为，使其对研究参与者更加透明、公正、公平。

6 推进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构建

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诞生与运作是以《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贝尔蒙报告》为伦理基础，联邦与州法律法规为制度基础，高校的科研管理制度为具体操作规范[58]。因此，笔者以下也试从这三方面探讨如何推进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构建。
6.1 伦理基础构建
不论医学或社会科学，国外科研伦理规范的基础是西方的生命伦理学模式[17]。从强调“不伤害”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到以义务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到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研究利弊权衡，以至罗尔斯的公正理论都是西方生命伦理学模式的体现，也反映在《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贝尔蒙报告》、《互联网研究伦理规范》这一系列伦理规范中。一方面，笔者认为，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构建可以参考西方这些经典理论。因为不论西方思想还是中国传统，伦理问题都与“人”密切相关，对研究参与者的尊重与保护，正是伦理精神的一种体现。在医学研究领域，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医学研究关系到参与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在涉及受访者或受试者的数据采集等社会科学与用户行为研究领域，这一点同样不应忽视，因为这往往牵涉参与者的心理健康、隐私与尊严。因此，国外科研伦理规范中的知情同意、完全自愿、尊重隐私与最小化伤害原则都成为重要参考。但如前所述，以《贝尔蒙报告》三原则为基础的国外科研伦理规范及其伦理审查委员会也有一些局限性，值得我们改进。例如，研究者获取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不应增加后者的选择压力与精神负担。研究者应该承担更大责任，从善的动机出发告知参与者研究的目的、过程、风险与保护措施，避免尊重受试者成为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善而非出于其动机本身的善。又如，在将对受试者的伤害降到最小的同时，研究者应该考虑如何将研究给受试者带来的利益增至最大。尤其当研究涉及弱势群体时，研究者不仅要考虑研究成果对这些群体的利益，还要避免利益分配的“一刀切”，纯粹遵循功利主义的思想，忽略或牺牲群体中更为弱势或更为少数的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要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使其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适价值[18]。例如，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思想在我国具有深远影响。如将儒家这些待人如己的伦理学思想运用到科研中，则研究者应推己及人，设想自己作为参与者，如果某些数据被收集并分析，是否会引起顾虑或不安；如自己属于被抽样或未被抽样的一个群体，研究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等问题，从而重新权衡现有的研究设计。然而，这种“将心比心”的伦理思想目前在国外科研伦理规范中较少强调。因此，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构建可与基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伦理规范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促进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6.2 地方政府科研伦理规制构建

美国联邦与州政府法律政策对科研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监管并对研究受试者进行保护。我国政府已日益重视对科研伦理的监管，而地方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科研伦理治理举措予以配合并促进地方高校科研伦理规范的构建。在这方面，广东省在医学研究伦理治理方面的经验值得参考[59]。首先，广东省实施科研伦理治理的时间较早且治理规范在持续更新。例如，2014年，广东省就制定了适合本省特点的伦理审查标准《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广东共识（2014）》，涉及伦理委员会的组成、管理要求、制度建设、伦理审查的类别与方式等多个方面[60]。2020年，广东省更新了这一标准，出版《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广东共识（2020）》进一步细化了伦理委员会审查的内容、要点、过程、标准等内容[61]。其次，广东省有明确的职能部门，即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负责监督省内各医院、高校、企业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这避免了监管重叠、权责不明的问题。最后，广东省也督促省内绝大多数高等院校、三甲医院开设了医学伦理学必修课程与培训与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59]。当然，正如曾敬在调研中指出的，广东省科研伦理治理体系仍存在若干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没有覆盖“社会科学、数据科学、网络技术等学科的伦理审查”[59]13。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广东省在医学研究伦理治理上的作为以及其准备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的计划，均可为我国其他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与法律提供借鉴。
6.3 高校科研伦理管理制度构建
在高校层面，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实施与具体化，可以由国内顶尖的、有国际声誉的综合性大学牵头，试点建立高校科研伦理审查委员会，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试验规范的成效，评估其对学术研究中伦理问题的预防、监测与处理。如前所述，在这方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已经做出了较好表率。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它设立或整合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步骤大致如下[12]。首先，华东师范大学较早设立了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并积累了较丰富的有关申请对象、内容、流程、制度上的经验。其次，将伦理审查制度扩展到一些有较多用户行为与参与研究的院系，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信息技术学院等，并在其中招募一批资深教授加入伦理审查委员会作为伦理评审专家。随后，通过构建科研伦理教育模式、推动伦理审查信息化建设、设置伦理工作秘书等方式使得科研伦理审查在各个院系以及开展涉人研究等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共识与习惯。华东师范大学构建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的模式值得其他高校，包括已经开设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高校学习借鉴。最后，笔者建议，为避免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本地化模式带来的弊端，我国可以考虑在若干高校与科研机构层面试点成立一个联合伦理审查委员会，主要由来自各大高校的资深教授组成，审查联合委员会成员学校范围内涉及人参与的研究申请。最后，联合伦理审查委员会可以整合这些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形成内容与格式更加科学统一的、可在全国高校普遍施行的版本。

7 结论

我国政府与学术界近年来对科研诚信与医学伦理问题日益重视，但对社会科学涉人领域的伦理规范研究不够。不论在医学还是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中，科研伦理既涉及研究人员的良知与研究机构的责任，也涉及到对研究参与者的尊重与保护。因此，对科研伦理问题的探讨、评审与保护，体现的是对研究参与者作为“人”的尊重，也是对科学精神的发扬。尽管目前对社会科学涉人领域科研伦理的忽视也许并不像违反科研诚信那样容易曝光，但二战以来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中伦理缺失所带来的教训与后果，如米尔格拉姆试验造成研究参与者的心理创伤[63]，足够让我们扪心自问、引以为鉴。构建社会科学涉人研究伦理规范，既是对世界学术研究规范的顺应与贡献，也是让我国社会科学涉人研究获得广泛认可与尊重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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